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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
重要论述及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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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毛泽东基于中央苏区各方面资源受局限的实际情况,从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和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出发,提出

必须关心群众生活。 毛泽东以群众组织起来为中心脉络,把建立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作为制度前提,通过建立新的金

融制度、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和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全面实践关心群众生活的系列论述。 当下,应当充分吸收毛泽东关心

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精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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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取得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提升工农群众生活水平以及实

现中央苏区社会经济全面振兴的历史任务。 中央苏

区时期的这一历史重任包含着实现苏区社会的现代

化和集聚革命战争资源的双重任务。 毛泽东根据赣

南闽西地区农业发展、工业建设和商贸交流的实际

情况以及自身长期领导军事工作的经历,认识到革

命战争输赢的根本在于群众。 因此,他提出关心群

众生活这一重要论断,并在实践中有力地解决了中

央苏区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矛盾”。 毛泽东认

为,关心群众生活首要的是不能忽视群众的切身利

益,其次要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问题,再次要变

革生产资料,解决束缚群众发展的问题[1]136-137。 研

究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中央苏区

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当前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

关系以及基本实现 2035 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离不开

他在田间进行农业耕作的感性实践[2]。 同时,也是

基于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现实需要和实现提升苏

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一)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现实需要

赣南闽西苏区建立后,处于连年的反“围剿”战
争之中。 战争使中央苏区的人力、物资和经济等资

源日益匮乏。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央苏区的

农村出现了劳动力匮乏的境况。 自 1933 年 8 月至

1934 年 7 月,中央苏区扩红的总人数高达 112 105
人,平均每月扩红人数是 9 342 人[3]。 青壮年离开

农村参军后,留在根据地后方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

红军家属,仅兴国一县的红军家属就高达 61 670
人[4]。 老弱病残和红军家属等属于弱劳动力,降低

了中央苏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中央苏区物资资

源陷入匮乏的窘境。 中央苏区物资匮乏,既因为资

源内生瓶颈的制约,也源于战争的消耗。 当年在中

央苏区生活的革命者都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物资稀

缺的困窘局面:“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 [5] 莫文骅

的回忆至为生动:“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

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

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很久没洗脸巾

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 [6] 红军的生活物资已

经匮乏到如此地步,可想而知群众的艰难处境。 革

命战争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动摇了新生苏维埃的群

众基础。
就群众日常生活的最基本需要而言,粮食和食



盐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当然,正常年份下赣

南的粮食可以出超,闽西基本可以维持平衡。 因此,
食盐成为中央苏区群众日常生活的首要问题。 食盐

短缺源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封锁。 在组织层

面,把江西划分为 8 个封锁区,每区设立监察官且由

最高军事长官担任,另外还配以政工干部巡查。 在

具体实施方面,对中央苏区群众所需的必需品如食

盐,实行官督商办、凭证购买,并且规定每位民众每

日购买的额度。 更为严厉的是,偷运封锁物资进入

中央苏区,较少的则没收、罚款,较多的则判刑甚至

被判处死刑。 在严密的封锁下,只有少量的食盐物

资输入中央苏区。 米夫对此也无不悲观地说:“极
少的工业品带到苏区来,即使运来一些也不能满足

苏区居民的需求。” [7] 在此背景下,群众日常必须的

食盐等物资极度紧张,而且价格昂贵。 相对而言,农
业生产品如粮食、豆子的价格则暴跌,极大地影响了

工农群众的情绪,动摇了群众对新生苏维埃的信仰。
为此,毛泽东要求苏维埃的工作是讨论和解决

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 如农业生产中“犁田、插秧

是否完成”农作物“是否种杂粮蔬菜、是否施肥”“是
否开荒等” [8]352。 他还认为,苏维埃有能力在社会救

济方面发挥传统社会无可比拟的作用。 他描述了苏

维埃互济委员会的救济活动,给一户失火群众捐了

六串多钱,仅在一个夏季给饿饭群众发了三至四次

的米,每次每人可以领一至三升[8]311。 苏维埃的这

些救济活动,尽管在当下看来比较琐碎和微不足道,
但对处于极度困难状态的群众,意义却非同一般,有
助于增强群众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也正是苏

维埃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的每一个困难问

题,才获得了群众内心由衷的称赞,为巩固新生苏维

埃提供了根基。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 “政
府爱惜我们” [9]234。

(二)提升群众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畸形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不合理的金融制

度,导致苏区群众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
毛泽东关于赣南地区的农村调查,展现了农民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巨额地租和“吃人”的高利贷的

情况。 寻乌不到 4%的地主占有土地 30% [9]68;地主

向农民劳动群众收取地租,刚收的稻子都用来交租,
导致 40%的劳动群众“禾头根下毛饭吃” [9]94;此外,
劳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钱利、谷利等高利贷,形成了

“吃人的社会关系” [9]107。 除了毛泽东深入群众中

的调查外,关于江西和福建工农群众遭受高利贷剥

削的情况,还有来自多方面的佐证材料。 超过一半

的农民靠借贷来维持日常生活,“赣闽边区农村现

金借贷年利多在 20% ~ 30% ” [10]。 借谷的年利则

高得离谱,1933 年底的调查表明:“江西借谷的平均

月利是 6. 34% ,一年后归还要达到 173. 68% 。” [11]

畸重的税收负担,加深了群众困窘的生活状态。
国民党主政江西后,虽然规定了较低的正税,但是地

方政府的各种捐税、摊派、附费等,远远超过正税。
朱怀冰报告称,“通县收入正杂赋税 33 万元,地方

赋税 19 万元,通县的总人口为 48 万,平均每人每年

还要在正税外多交 1. 5 元” [12]。 至为关键的是,这
还是地方政府公开透明的征收,实际上还有不少假

借筹措地方经费,胡乱摊派但无从调查。 蒋介石面

对此种情况也不得不训饬江西等省主席,“各省征

收田赋附加一项,……不遵财部规定标准,各自呈准

本省财厅,任意加征,甚或由县擅自私加” [13]。 群众

要承受赋税不公强加给他们的重重负担,生活进一

步恶化。 处于层层负担下的群众,就不难理解中国

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和一切高利贷

后,工农劳动群众“大都望红军到来” [14]。
除了各种负担带来的沉重生活压力外,生产力

落后导致收入低下也成为压垮工农群众的一块巨

石。 据 1932 年江西省的统计,每亩田产谷 1. 5 担至

2 担,市场价为 4 元至 5 元;劳动力成本即耕种的工

价为 1. 2 至 1. 3 元,收割工价为 7 角至 1 元;生产资

料的成本包括种子约 2 角至 3 角,肥料大约为 5 角,
租用耕牛花费 2 角至 3 角;田赋及捐税约 3 角至 5
角,各项总开支最低为 3. 1 元,农民收割完后基本所

剩无几[15]。 革命前群众处于经济负增长状态,革命

后生产力并未明显提升。 因此,毛泽东提出关心群

众生活重要论述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群众的生活水

平。 毛泽东以长冈、才溪乡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为

例,指出关心群众生活能够改善群众生活,长冈群众

“油有多余”,吃肉“增长了一倍以上”,且鸡鸭不对

外售卖,“自己吃” [9]220-221。 才溪群众能够吃饱饭,
油充足且吃肉消费二大洋[9]234。

二　 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取得战争

的胜利来巩固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由此党内产生谈

经济建设为“右倾”的观点。 毛泽东从战争前线回

到后方负责中央苏区各项建设的工作后,进一步体

会到赣南闽西地区农业、工业、交通、文化等全面落

后的现实状况。 为了在中央苏区实现社会经济振兴

的战略目的,他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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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生产合作社,提高群众收入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曾依靠合作社

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农民群众消灭剥削的重

要经济组织[1]40。 在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

中,他强调合作社的目的是在经济战线上将群众组

织起来,凸显合作社的集体经济性质,从而提高群众

收入。
毛泽东认为,农业生产的完成是一项系统性的

工程,其产出的必要条件包括劳动力、肥料和种子,
辅助的因素包括耕牛、耕具、水利和天气。 但是,处
于战争形势下的中央苏区,必须把大量的青壮年送

赴前线,导致留在后方参加农业生产的壮年劳动力

比较匮乏。 毛泽东指出,“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

解决”,并且认为解决春耕夏耕中劳动力缺乏的必

要方法是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 [1]131-132。 毛

泽东以劳动互助社为典型进行了大力倡导和推广,
使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生产工具等劳动互助合作

社迅速地在农业生产中组织和发展起来。 耕田队以

乡为单位,全乡为一大队,设立大队长,其下成立分

队,设立分队长,同时在分队下成立小组,并设立小

组长组织组员耕田[16]。 由于革命初期不少地主富

农将耕牛贩卖、宰杀,致中央苏区耕牛数量锐减,
“无牛的群众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认为

组织群众出纳资金合股买牛是解决中央苏区群众耕

牛缺乏的有效办法[9]227。 此外,还组织农具和石灰

合作社等,解决农业生产中辅助工具缺乏和虫害肆

虐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关注和各级苏维埃干部强有

力的领导下,合作社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极大地

缓解了根据地劳动力和耕牛缺乏的问题,提高了农

业亩产量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陆定一对发展合作社

改善农民生活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谷
米增收一成,杂粮增收二成,有的县增加三成至四

成” [17]。
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工业发展的路径是组织

建立合作社,满足广大工农群众对工业品的需求,增
加群众的经济收入。 毛泽东指出,恢复和发展中央

苏区工业的基础是组织“烟、纸、樟脑”等手工业合

作社,实现群众 “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

糖” [1]132。 通过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解

决工业生产所需资金缺乏和个体农民由于资金分散

难以有效投资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可以解决中央苏

区生产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 另外,通过合作化的

规模生产,可以改变中央苏区散漫的手工业现状,适
应精密化生产的现代工业发展要求。 毛泽东十分赞

赏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动作用,认为合作社“将成为

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 [18]328。 这样,中央苏区的合

作社为群众增加经济收入和解决群众的亟需物资提

供了新的动力和平台。 群众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和

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合作化运

动,从而开启了中央苏区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之路,
推进了整个中央苏区农业和工业的振兴。

(二)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保障群众的物质

利益

中共中央循着建立正规的制度体系和长期化发

展苏区的思路,较多地强调苏区经济的活力,“鼓励

私人资本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 [19]。 同时,为了进

一步发展社会经济和打破经济封锁,充裕中央苏区

群众的经济实力,实行奖励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是,在当时战争的持续破坏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下,
极易形成工农产品“剪刀差”现象和商业资本对群

众的极端剥削。
毛泽东在调查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洋货即

工业产品对闽西群众剥削严重,给农民群众造成了

沉重的生活压力。 经过毛泽东的建议和代表的充分

调查研究,农民群众受商业资本“很大的剥削” [20]

写进了决议。 实际上,闽西特委在 1929 年初已经意

识到了工业品对群众的剥削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此

问题的方法。 闽西特委认为,创办群众自己生产手

工业产品的合作社,集中群众的资金组织消费合作

社。 同时还要创办信用合作社,更好地“集中、贮藏

农村的资本”来收集农产品和消费品,有效地解决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18]542。 在闽西特委的

指示下,上杭才溪区创办了消费合作社,商品以成本

价售卖给社员,受到了才溪区群众的欢迎。 此后,赣
西南地区也提出要“办理合作社”来解决“剪刀差”
的问题[21]100。 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经济战线斗争经

验的基础上,认为“消费合作社第一好” [8]334。 并以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第 14 号训令,要
求拨出专门款项来“帮助消费合作社的发展”,收购

必需工业品以成本价向群众出售,以此“抵制商人

的操纵” [22]134。 消费合作社除了向群众供给必须的

日用品外,还承担了将中央苏区的农产品统一收购、
整批出售的职能。 这大大减少了资本在商品流通中

对群众的剥削,尤其是高利润的剥削,极大地减轻了

群众购买中央苏区紧缺物资的成本,甚至社员还能

分得一部分红利,不少群众表示“宁愿卖了自己的

衫衣来加入” [23]。
建立粮食合作社,保障群众端稳饭碗。 商业资

本对群众的剥削还表现在农产品收割季节低价买入

农产品,青黄不接时高价卖出,赚取高额的差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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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农民群众苦不堪言。 群众的手工业产品只

限于中央苏区的市场,促使群众的副业收入大大下

降,只能依靠农田的收入即售卖收割的粮食。 群众

在水稻收割的时节向市场售卖,换取资金购买油、盐
等生活必需品。 商业资本压低粮食的价格,“万泰

等县粮食的价格跌到六七毛钱(每担)以下,青黄不

接时米价比收获时贵两三倍” [24]。 米价和谷价的低

贱,必然挫伤群众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亩产

量和总产量下降,甚至出现农田荒废。 毛泽东要求

各级苏维埃动员群众创办“粮食合作社,调节粮食

价格”,在夏收和秋收的季节集中资金,“高价(比市

价高三分之一)向贫农收买干谷” [25]。 他还进一步

指出,群众所需稻谷在 “青黄不接之时则低价出

粜” [24]。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属于群众的粮食合作

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万泰县建立了 52 个,博生

县 56 个” [22]156。 粮食合作社解决了群众粮食缺乏

的困难,消灭了资本依靠粮价和农产品价格对群众

的剥削,改善了工农的生活。 创办粮食合作社以开

展粮食战线的经济斗争,有利于实现工业品与农产

品的互相补给、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可见,毛泽

东关于粮食在工农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极富远见

的,也符合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建立新的金融制度,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毛泽东认为,废除封建性的债务剥削,是革命实

践中关心群众生活的直接体现。 关于废除群众的债

务问题,毛泽东在 1929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闽西党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债务具有阶级性,必须

废除高利贷以及工农群众与地主土豪之间的债务关

系,但是工农群众之间产生的债务和工农群众与商

业店主之间产生的债务则继续保留[18]370-371。 此后,
毛泽东于 1930 年 2 月 7 日在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

开了“二七陂头会议”,再次重申了依据阶级原则区

分债务的政策。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富农

放债尤为恶劣,多是“五利”,甚至还有的是“见月还

利百分之十”,所以“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

把它打倒” [9]88-89。 所以,毛泽东认为工农群众与富

农之间产生的债务关系必须要废除。 随后,毛泽东

于 1930 年 6 月 11 日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了“南阳

会议”,正式以会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废除一切债

务的政策,尤其是要废除群众与富农产生的债务

关系。
当然,革命后推行“一概废债”的政策,也给根

据地的群众带来告贷无门、缺乏资金周转的现实困

难。 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摧毁旧的金融体系,建立

以工农群众为中心和服务于工农群众的新金融制

度。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闽西特委提出了明细的执

行办法,要求县级苏维埃政府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

设立贫苦农民的借贷所,乡则组织信用合作社。 从

此,中央苏区开始了新金融体系的建设。 毛泽东在

“二七陂头会议”中指出,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领
导群众与投机商人作斗争” [18]342。 在毛泽东的指示

下,赣西南特委在东固银行原有人员、组织结构和基

本资金的基础上,扩充为赣西南银行。 并建立了全

面覆盖赣西南县区乡的银行体系,“每县每区每乡

都有信用合作社、贫民银行、借贷所” [21]86。 新的银

行体系向工农群众发放生产性贷款,《借贷暂行条

例》第 3 条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二高者短期每

月不得超过一分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最短期

利息以期终付给,长期利息每周年付给一次,或分季

分给,一切利息都不得利上加利” [26]。 然而,闽西工

农群众仍然认为借贷利息过高,因此闽西苏维埃规

定工农银行“放款月利为百分之零点六” [27]。
服务于群众的银行建立后,集中了群众的剩余

资金,激活了中央苏区的金融流通市场,基本解决了

贫苦农民资金需求的问题。 因此,“银行在群众中

的信仰很深厚” [28]。 新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领导

群众开展金融战线斗争的重要经济组织,扫灭了私

人资本剥削群众的金融根基。 可以说,新金融体系

的建立,从制度上调动和激发了群众改善生活的积

极性,同时也充分保障了群众的实际利益[29]。
(四)开办专业技术学校,提高群众获得可持续

收入的能力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苏区迫切需要建立优良

种子和耕植技术的“农事试验场”,组织农业专业人

才成立“农业研究学校”,集中优产的农产品设立

“农产品展览所” [18]326。 通过设立专门的农事研究

会和开办农事试验场来总结中央苏区地方农业生产

的经验,快速有效地推进农业种植的优良方法,既提

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田的亩产量,也实现了中央

苏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是一条有效的良性循环

道路。 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和推广科学的农业种

植技术,设立中央农业学校,定期和临时向群众报告

“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所试验和研究的结果,
纠正群众对于农作上方法上的错误,搜集优良的种

子并发动群众育种,传授农作物的病害、虫害的预防

法和消灭法,制作农作物耕种与收获的简明日历,广
泛地进行一般农业技术的传播” [30]。 为了响应和落

实毛泽东建立农业试验场的号召,中央苏区各级政

府都 创 办 了 “ 农 业 试 验 场 ”, 并 且 “ 已 初 具 规

模” [22]178。 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实践表明,设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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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览所推广了农业种植的优质品种,成立农事

试验场培育了新的耕作技术和优良的种子,创立农

业研究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农业知识的技术人才,
整体又系统地推进了中央苏区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

品种的现代化。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苏区成立了业余补习

学校,主要向群众教授生产技术,既包括向工农群众

传授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也向工农群众传授工业

技术。 业余补习学校的目的是加快工人工业技术上

的进步,形式是开办工人生产技术课,地址是在企业

工厂或者是城市圩场,招收的对象是工人学徒、工作

人员以及工人家属,教员来源于国家经济机关和职

工会,技术课的教材由相应企业的工会制定[31]。 业

余补习学校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为中央

苏区推行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 掌握生产技术的群众,普遍参与了中央苏区社

会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企业的技术研究会。 这一制度

为新中国建立后,推广和运用“鞍钢宪法”提供了实

践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历

史文化基因。

三　 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及实践的当

代启示

自 1934 年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到现在,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

实践已经 80 多年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

时,受国内政治状况、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外

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群众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等条件的

限制,中央苏区时期群众生活的根本改善尚缺乏足

够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生产力水平的条件,群众物资

利益的保障和美好生活的实现并不十分理想。 当今

正处于新时代,依靠相对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条

件,依据较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指引,科学评

价和充分吸收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论述的精

髓,对于推进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毛泽东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

和群众相结合才能迸发强劲生命力的理论执念,坚
持人民立场,深入工人和农民群众之中,解决群众实

际生活中的疾苦,铸就了党和群众同为一体的“鱼
水”关系,铸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新中

国成立后,周恩来指出: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

民。” [32]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一定要

关心群众生活。” [33]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坚定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 [34] 新时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继承了毛泽东提

出的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核心意蕴,又对其进

行了发展和创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彰显人民主体地

位的基础上突出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 人民至上,
是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党对人民的情感和态度的集

中概括。 它不仅表明人民是新时代的主体,而且还

是至高无上的主体。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考虑的第一

因素始终是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为人

民造福。 新时代为人民谋福祉的切入点不仅仅是了

解群众的实际疾苦和解决群众面临的困难问题,而
且必须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工作

的最高目标。 因此,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35]

2021 年是 “十四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

2035 年目标的关键之年,这两个任务的践行既体现

了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重要论述的人民主体地

位的指向,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新时代发展

的实践要求。
(二)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934 年,毛泽东主要从支持和赢得革命战争的

视角来思考党内、苏维埃政府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

问题,后来逐步从群众利益的获得、维护和巩固的角

度来思考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并进而向全党

和全体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提出关心群众生活的重

要论述。 这一重要论述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关心群众

生活只是单纯地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以及维

护和巩固群众的当前利益,应该透过表象看到这一

重要论述的本质。 毛泽东提出该重要论述是期待通

过关心群众生活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巩固中央苏区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项成果,提升工农

群众的获得感。 当然,毛泽东认为提升工农群众的

获得感既要通过发展合作社和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

争来实现群众的当前利益,也要通过建立新金融制

度和提升劳动能力来实现群众的长远利益。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跨入

了新的阶段,不再仅仅注重外在的物质需求,也积极

关注自身内在的心理、精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此外,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方式也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当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是回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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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苏区时期的“有无”“够还是不够”等问题,而是要

解决人民群众的“优劣” “好还是不好”等问题。 正

如习近平所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带老百姓奔

好日子” [36]432。 为此,要大力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物质获得感。 同时,还
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高质量的文化发展,为人民群

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

的文化获得感。 如同中央苏区时期突出群众的利益

来变革制度,以此满足群众的获得感,新时代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样要依靠制度的变

革。 在健全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习近平

指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7]

(三)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

毛泽东认为,关心群众生活来提高群众的收入,
不仅是通过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制度,而且还

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力。 因此,他把工农群

众组建合作社的首创经验、工农群众农业生产的创

造力向全国苏区推广。 同时还创办业余补习学校,
全面地提升工农群众的劳动创造力。 进入伟大的新

时代,我国人民群众仍然面临着实现美好生活的艰

巨任务。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满

足,不仅要依靠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高质量的发展

和制度的创新,而且归根结底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

动创造力。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取得,来源于人

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其既是获得感的源泉,也是幸福

感的源泉[36]46。 没有艰辛的劳动付出,就不会有成

果的收获。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是坐在家里等来

的,也不是靠政府提供来的,更不是伸手向社会要来

的。 因此,要破除“不劳而获”的幻想。 事实上,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不仅能使劳动者充分享受

获得感,而且还能在劳动的过程和结果中获得幸福

感、安全感。 马克思认为,通向自由之路的活动恰恰

是劳动[38]。 劳动的真谛在于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

产生身心愉悦的感觉,给劳动者带来幸福感。 当然,
在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人民群众的“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而且更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创

造力,开展“创造性劳动” [36]44。
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

对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以及增进新时代党在各方面建设中的统领地位具

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我国正处在实现 2035 年目标

的开始阶段,人民群众无论在收入、住房和生活环境

等方面,还是在受教育程度、稳健的社会保障和优良

的医疗卫生等方面,与幸福生活的目标仍有较大的

距离,当下和未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

艰巨,而实现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是完成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和标尺。 因此,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

生活的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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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Important Statement Concerning
Caring for People􀆳s Liv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YAN Jiu-fa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Mao Zedong, proceeding from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Soviet regim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masses, proposed that we must care for the
People􀆳s lives. Mao Zedong tak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sses as the central thread,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with a col-
lective economic nature as the i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 and implement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caring about the lives of the mas-
s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inanci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anti-exploitation business struggl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chools. At the mo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absorb the essence of Mao Zedo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about
caring for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nd give play to the people􀆳s labor creativity.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aring for the people􀆳s lives;　 cooperative;　 people-centered
(本文编辑:刘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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